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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污染受害者到環境巡守者： 
大寮空污事件之後的社區參與

* 
 

何 明 修** 

《摘要》 

自從八○年代中期以降的反污染抗爭，台灣政府迅速地制訂了一系列

管制措施，以因應各種環境危機與社會不滿。然而，在各種制度設計中，

社區的參與向來是明顯地的不足。由於官方與業者的不信任，工業區鄰近

居民被充份告知的權利往往被限制。在平時，居民無法了解他們所日常面

的各種污染威脅與風險；一旦污染事件產生之後，他們只能用體制外的抗

爭，來尋求救濟與賠償。在 2008 年 12 月爆發的大寮空污事件中，既有環

境監督制度顯然無法因應這一類的危機。無論是地方環境稽查員、公害陳

情專線，亦或是中央政府所特別設置的臨時監測系統，都無法明確指認出

污染排放的廠商，使得居民權益一再受損。特別值得注意是，在大寮抗爭

之後，原先民間自發組織的社區巡守隊開始獲得政府的承認、訓練與補

助，他們能夠直接進入廠區採樣污染事證。本文將以田野研究的方式，來

理解大寮環境巡守隊的實際運用狀況，並且評估其民主務實主義作為一種

                                                      
投稿日期：98 年 11 月 23 日；接受刊登日期：99 年 4 月 30 日。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重大開發案設置衝突與環境影響評估制度檢討》研討會。台北：中

華經濟研究所，2009 年 10 月 9 日。筆者感謝蕭代基、徐世榮的指教意見，與湯京平的

邀約。本研究使用國科會研究計畫（NSC-97-2410-H-110-052-MY3）所提供的資源，黃

俊豪所提供的各種研究協助，一併致謝。 
** 作者為國立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e-mail: mingshoh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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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治理典範之可能性。 

[關鍵詞]：反污染抗爭、社區參與、民主務實主義、環境運動、衝突解決 

 
 
 

壹、社會與環境衝突的民主務實主義解決 

在目前種種生態危機的挑戰下，我們是否能夠找到化解環境與社會的對立的可

能？對於這個問題，不少環境社會學家是持悲觀的態度。在目前的環境社會學討論

中，「生產的苦力磨坊」（treadmill of production）是一個常用概念，它將當代社

會比擬成為一部巨大的機器，不斷地掠奪自然資源，以滿足經濟擴張的需要。在這

部機器中，企業、勞工、消費者與政府形成了一個支持成長的政治聯盟，所創造出

的環境風險則是由更弱勢的族群或階級成員所承受（Gould, Pellow & Schnaiberg, 

2004）。從這個觀點來看，任何公共政策的介入，例如環境立法等，都沒有真正挑

戰到生產的苦力磨坊之核心預設，亦即是更多的自然資源之投入是不可避免的；相

對地，形形色色的環境制度之作用，即是使得這部機器更平順運作（lubricating the 

treadmill），拖延立即而明顯的危險，緩和已經爆發出來的社會衝突（Schnaiberg 

& Gould, 1994: 92-115）。 

對於生態馬克思主義的而言，資本主義的矛盾不只是在於資本家與勞工之間的

階級對立，同時也展現在無止盡的資本積累以及有限的自然資源之對立。只要是資

本主義的體制依舊維持不變，資本積累就是鐵的律則，利潤的追求就是持續導致環

境的破壞。也因此，主流觀點總是試圖將「永續發展」的概念化約成為「永續成

長」或是「永續資本主義」，但是這樣的作法只是掩蓋了真正的生態危機之起源

（O’Connor, 1994）。 

從環境社會學與生態馬克思主義的視野來看，唯有徹底的結構改造，例如拆解

生產的苦力磨坊，或是消除資本資累的必要性，我們才能取得環境與社會的終極和

解。這樣的思考方式並不是沒有道理的，誠如 Dryzek（1997: 13-14）所指出的，這

種論述背後採取了一種世界觀的假定，認為我們有可能重新塑造一套嶄新的社會體

制，而不是從既有的現實出發。另一種的思考方式即是，從當下的現狀出發，逐一

解決具有急迫性的環境議題，利用公共政策的介入來微調各種制度，引導出不同行



從污染受害者到環境巡守者：大寮空污事件之後的社區參與 

‧121‧ 

動者之間的新遊戲規則。Dryzek（1997）將這種論述方式稱為「問題解決」

（problem-solving），其中包括了「行政理性主義」（administrative rationalism）、

「民主務實主義」（democratic pragmatism）、「經濟理性主義」（economic ra-

tionalism）三種主要的途徑。 

簡單地說，行政理性主義是將科學納入決策，讓專家進行決定。面對不斷出現

的各種環境問題，政府被視為一種需要與時俱進的學習型組織，強化其技術問題的

專業性，利用各種政策工具來引導經濟發展的軌跡。在台灣，行政理性主義是佔主

導地位的問題解決模式。從七○年代末期，政府開始規劃國家公園時，一項明顯的

特徵即是大量採用高學歷的專業人士，委託政府外的專家學者（黃躍雯，2002：

148-149）。在 1987 年環保署成立之後，這種政治文化獲得了進一步的延續。在政

府部門中，環保署官員具有相當高比例的博碩士人員，也因此他們向來傾向於用專

業、科學的角度來處理環境爭議。因此，面對解嚴之後層出不窮的反污染抗爭，環

保署所採取的解決之道即是「大量的環境立法」（葉俊榮，1993：73-132）。從中

油五輕案的爭議中，學者也指出，科技是化解地方環境抗爭運動的最好武器，如此

一來，「那些政治及社會上的價值觀，如民主、公平及環境保護和生態均衡都被忽

視了」（徐世榮，1995：149）。 

經濟理性主義則是相信市場的力量，環境問題可以透過價格機制，來獲得妥善

的解決。從這個角度來看，政府的種種管制措施往往是一種粗暴的「命令與控制」

（command and control），它通常是無效的，有時甚至是帶來更嚴重的反效果。在

目前，各種關於污染者付費、公有地私有化、排放權交易、碳稅等提議都是符合這

種論述的解決方案，原因在於它們是相對上順從市場法則的機制，較少涉及官僚機

構的介入。在台灣，經濟理性主義仍未成為具有霸權性地位的論述。儘管新自由主

義的主張獲得越來越多的共鳴，而且若干環境政策也採用了一些污染者付費的原則

（例如空污費），但是要求國家完全撤退的想法仍不是主流共識，也不太可能說服

一般大眾。 

就環境問題的實際解決而言，除了專家與市場之外，公民的力量也是值得重視

的。在民主務實主義的論述中，公共參與被視為最重要的關鍵，政策對話、「訴訟

外的紛爭解決」（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告知義務規定等制度是可以促成

公民知能的提升，並且有助於他們形成集體共識。在理想的狀態下，公民參與是有

可能符合「審議式民主」（discursive democracy）的設想，也就是說，參與的民眾

可以以理性的對話，來調和彼此的差異；一旦民主共識形成了，所有的參與者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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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要遵守所達成的承諾（Dryzek, 1992）。 

作為一種政治價值，務實主義相信衝突是可以化解的，但不是依靠某種先規劃

妥善的制度設計（例如市場），或是某種具有優越性的知識（例如專家知識）。務

實主義者所看到的世界是充滿不確定性，我們需要不斷地從錯誤中學習，修正我們

既有的遊戲規則。務實主義重視民主，因為民主容許更廣泛的公共參與，發揮集思

廣益的作用。民主不一定立即帶來最好的決策，但是它可以確保錯誤的先前決策能

夠被發現、被改變。由於許多環境爭議是新浮現的，缺乏可以援用的先前案例，或

是無法在既有制度下解決，因此，務實主義者認為，更多元的參與、更彈性的決策

方式、暫時或局部性的解決方案是一種必然的現象。 

民主務實主義重視公共參與，但是 Dryzek（1997: 99-100）也注意其潛在的危

險。「社區參與」有可能是只是污染業者的「綠色公關」攻勢之一，少數社區領袖

有可能獲得個人好處，但是社區的集體處境並沒有獲得改善。此外，「讓人民決

定」的理念也有可能忽略了社會不平等的現象，在現實中，總是有某些優勢群體有

能力將其利益包裝成為「共同的」、「大眾的」，而使得弱勢群體的聲音被湮沒

了。既便如此，這些現象仍是不符合民主務實主義的基本精神，至多只是其扭曲、

虛假的誤用，而不是其必然後果。 

在此，本文關切民主務實主義作為一種環境問題的解決可能。從台灣過去的發

展經驗中，有幾項理由凸顯了公民參與的重要性。首先，台灣環境問題的呈現向來

是透過環境運動所開展出來的。隨著民主化的風潮，這股來自基層的參與風潮普遍

擴散，形成一股可觀的集體力量（何明修，2006）。因此，台灣的環境問題之核心

即是公民參與的問題，無論其所採取的形式是街頭抗爭或是體制內的協調。其次，

為了回應民間的要求，近二十年來的官方也試圖制度化公民參與，將其納入決策管

道之中。公害糾紛處理法（1992）、環境影響評估法（1994）、環境保護基本法

（2002）都有相關的規定，但是到底這些設計是能達到其宣稱的作用，仍是值得觀

察的。第三，蕭新煌（1994）指出，反污染抗爭可以區分為「事先預防」與「事後

補救」兩種類型。大致上而言，「事先預防」的抗爭主要是居民反對設廠，其衝突

格局具有零和遊戲的特性，不是居民成功地「捍衛家園」，就是業者順利地「排除

了投資障礙」。在事先預防抗爭的類型中，居民不會關注公民參與的議題，因為他

們最首要目標是維持現狀，拒絕外來的威脅。如果業者最終能夠進駐設廠，這往往

意味著在地的動員能力已經被擊敗，他們很難再關切設備運作之後的監督問題。舉

例而言，1987-1990 年的後勁反五輕運動，一開始即是採取堅決反對的姿態，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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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來政府一方面動員警力、情治單位、司法手段來打壓社區抗爭，另一方面提供十

五億回饋基金，自救會無法立即提出污染監督的訴求（Ho, 2005）。此外，在「事

後補救」抗爭中，很少爭議焦點是放在污染監督。根據蕭新煌（1994：558）對於

1980-1991 年的反污染抗爭分析，有 33.8% 的案件要求「污染改善」、16.5% 要求

「賠償」，10.6% 要求「遷廠」，相對地，只有 1.3% 的案件提出了「監督」的訴

求。基於上訴的理由，大寮個案是有其深入考察的必要性。 

本文試圖從大寮空污事件的個案，來探討台灣環境問題的公共參與問題。在

2008 年 12 月，大發工業區連續發生了四次不明的空氣污染，緊鄰工業區的潮寮國

中與國小直接受到波及，累計有上百名學生送醫治療。當地居民發動了好幾波的抗

爭行動，他們曾包圍工業區服務中心，也動員北上抗議。在居民強大的壓力下，環

保署被迫緊急回應，包括調派南區稽查大隊前往當地進駐、提供健康檢查、成立空

氣污染查證小組、協調賠償事宜等。但是對於居民最關切的問題，亦即是到底那一

家廠商是製造污染的禍首，環保署的作法卻無法取信於民。在 2009 年 1 月初，環

保署的空氣污染查證小組認定七家業者具有污染嫌疑，但是這種說法卻與居民的認

知大相逕庭，因為他們從日常經驗中直接認定，是緊鄰學校的污水處理廠所闖禍

的。在缺乏完整的監測系統，環保署所委託的專家只能根據殘缺不全的資料進行比

對與「緝兇」，但是這樣的處理方式不但不能取信於民，被指名的業者也不能接

受，甚至也傳出業者要控告官方的情事。 

很明顯地，在大寮空污事件中，行政理性主義的解決途徑暴露其貧困，官方宣

稱他們可以透過科學的方式來鑑定污染，結果卻是引發更多的不確定性與紛爭。值

得注意的是受害居民除了賠償的要求之外，也提出了（1）賦與社區巡守隊稽查

權、（2）成立公害監督委員會的訴求。換言之，他們試圖從污染受害者轉化成為

環境巡守者的角色。這種民主務實主義的策略在台灣是否有實踐的空間，是本文所

關切的問題。 

在接下來的部分，本文首先就環境保護協定這項制度作為討論焦點，來探討既

有的社區參與狀況。其次，知的權利也是社區參與的重要一環，因此，我將以林園

工業區與大發工業區的個案來分析目前的環境監測公開狀況。本文最後回到大寮空

污事件的後續處理，重點將放在社區參與是否有可能進一步制度化。 

研究者是在 2009 年 3 月-7 月之間，在大寮進行深度訪訪談，總計共訪談了 8

位在地居民（包括村長、巡守隊長）、2 位官員（縣環保局、工業區管理局）、1

位業者，合計 11 位受訪者。其中有 2 位在地居民是進行多次的深度訪談。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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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採取立意抽樣的方式，也就是選擇與空污事件相關的地方領袖、負責官員進行資

料收集。此外，在多次與當地居民互動的過程中，非訪談所獲得觀察資料，也一併

記載成為田野筆記。 

貳、被遺忘的社區參與：環境保護協定、責任照顧 

在「有害廢棄物選址」（hazardous waste siting）的過程中，支持社區參與的觀

點強調，這種途徑可以避免鄰避主義的困擾。如果能讓在地居民與進駐廠商透過事

先協議的方式，決定未來回饋與居民監督的方式，這樣不但可以避免激化的對立，

也可是更符合民主的精神（Rabe, 1994）。 

在 1992 年通過的公害糾紛處理法中，有關於「環境保護協定」之規定，其立

意在於，透過先前的協商，規範設廠後所可能引發的種種爭議。1 在台灣，最早的

環境協定是宜蘭縣政府與台泥蘇澳廠於 1992 年 3 月所簽定的，至今仍是唯一成功

的例子。台泥公司計劃將蘇澳廠四號窯汰舊換新，由 40 萬噸產能提昇為 110 萬噸

新窯。這項擴廠計劃引發居民的反彈，宜蘭縣政府利用行政程序中的核轉權，扣留

地方政府轉呈省及中央的擴建申請書，而向台泥要求簽定環境保護協議書。經過了

三年多的延宕，台泥終於同意簽署這項文件（宜蘭縣政府，1992）。 

自從環境協定簽署之後，縣府與業者爭議便消失了。擴廠後的蘇澳廠與居民關

係大致上保持良好，並沒有再傳出環境抗爭的事件。2 由於協議書明文規定使用費

的用途與比例，所以地方回饋的方式也隨之制度化，少有爭議產生。其中最重要的

關鍵在於監督委員會設立，成員包括縣政府、台泥公司、縣議會、鎮公所、律師公

會、環保團體、公正人士。如此一來，不只是回饋經費的使用透明化了，而且監督

委員還可以行使入廠調查權，台泥公司不得拒絕。 

由於當初推動台泥環保協定的主事者是縣長陳定南，後來其在立委任內便積極

推動這項制度，在他的努力下，公糾法也納入這項地方政府所開創的新制度。但是

儘管有這樣的規定，環保署沒有積極落實環保協定的意圖。在一項早期的研究中，

學者就已經發現，石化業者普遍認為地方政治太過於複雜，因此簽定環境協定的意

願不高。環保署的立場也是順著業者的態度，並不打算積極推行（邱昌泰，1995：

                                                      
1  以下部分修改自何明修（2002：51-58）。 
2  訪談記錄，宜蘭縣環境保護局第一課課員，199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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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在 1995-1996 年期間，台泥花蓮廠擴廠與台化新港 ABS 廠設廠兩件爭議案

中，地方人士都曾試要求與廠商依法簽定環保協定，但是由於業者的反對、環保署

的消極以對，最後都沒有獲得通過。 

在花蓮廠爭議的過程中，縣政府原先已經允許台泥以汰舊換新名義申請擴建工

程。等到 1995 年居民反對聲浪浮現後，縣政府不得不下達停工令，後來民眾的抗

議減弱，再暗中准許復工。儘管在地的環境人士曾提出宜蘭模式的構想，要求與台

泥簽定環保協定，但是縣政府始終不接受。3 同樣地，台化 ABS 廠事件中，新港

文教基金會曾試過中介居民與業者的衝突，他們根據環保署規定的格式，製作了一

份環保協定。但是台化也是堅決反對，公司高層斥責環保協定是「賣身契」，要台

化向地方居民「磕頭」。4  

在花蓮與新港的爭議中，地方政府都不支持環保協定的策略，中央的環保署也

沒有積極介入。基本上，環保署傾向於將環保協定定位為道義約束的君子協定，主

要是看當事人的自主意願，視雙方協商合意結果而決定。因此，在 1997 年的一項

行政解釋之中，環保署也基於相同的理由，反對在環評審查結論中規定業者要與民

眾簽署環境協定。5 將環保協定視為自願性的產物，就等於是賦與廠商否決權，而

他們通常是不會主動採取這項措施。因此，公糾法第 30 條的相關規定至今乃只是

徒具形式，問題正是在於環保署的消極不作為。環保協定這一類公民參與「徒具形

式」，誠如學者所指出的，其根源即是來自於「菁英專家與專業主義的主導」（林

子倫，2008：255）。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寮空污事件爆發之後，環保署捉不到污染源的窘境畢露，

在居民強大的求償壓力下，環保署急忙地推出了這項用來是備而不用的制度。直接

受害的潮寮、過溪、會結三村村民，準備在 2009 年 1 月 16 日發動大規模的北上抗

爭。在籌備遊行的前夕，環保署派稽查總隊總隊長南下勸阻，他提出了環保協定的

構想，希望居民不要前往台北。在無法說動居民的情況下，環保署又向在當地村長

表示，「叫他們不要去抗爭，去台北玩一玩，吃吃喝喝然後所有開支算政府的」。
6 換言之，對於中央官員而言，環保協定只不過是用來勸阻抗爭的工具，與政府招

                                                      
3  訪談記錄，花蓮縣環境保護聯盟理事長，1999/8/19。 
4  經濟日報 1995/12/20, 1996/1/6。 
5  環保署環署管字第 53496 號函（1997/9/15），見環保署網站：http://www.epa.gov.tw（取

得 1999/11/12）。 
6  訪談記錄，大寮鄉潮寮村長，2009/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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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的「吃吃喝喝」具有一樣的作用。在其後來公佈的新聞稿中，環保署強調已經請

「經濟部工業局促成大發工業區廠商聯誼會經由登記成為社團法人，以具備簽訂協

定之法律效力」。7 但是實際上，一直到 2009 年底為止，環保協定仍沒有正式簽

定。 

簡而言之，台灣的環保協定是一項向來被企業界排斥、被官方忽略的既有制

度。在大寮事件的危機發生之後，工業區的廠商不得不放低姿態面對受害的社區，

更重要的，備受指責的官方也是不得不採取更積極的作為來因應，在這個少有的關

鍵時刻，環保協定儼然成為了化解日後衝突的可能選項之一。只是十分可惜地，在

環保署的過度工具化操作心態之下，這一個有可能形塑未來先例的機會之窗已經錯

過了，也因此，台灣的環境決策之社區參與也沒有向前更邁進一步。 

除了環保協定之外，另一項有可能容納社區參與的制度即是所謂的工業「責任

照顧」（responsible care）。責任照顧的概念是來於加拿大、美國的石化業者，他

們透過更公開的工業安全管理，來向公眾表達環境保護的承諾。到了八○年代，責

任照顧更擴散成為全球性跨產業的運動。值得注意的是在責任照顧運動也試圖納入

鄰近社區的參與，因此其理念也包括了組織「社區諮詢委員會」（community advi-

sory panel），以確保民眾可以知道自己所關心的環境問題。在台灣，責任照顧的

理念是在 1991 年由美商公司引進，獲得了國內若干廠商的響應，並且在 1998 年成

立全國性的化學工業責任照顧協會（潘文炎，1999）。 

如果說環保協定是來自於政府法令的推動，那麼責任照顧則是來自於業者自願

性的努力，兩者都有可能促成更全面性的社區參與。然而，在台灣，社區諮詢委員

會仍是處於低度發展的狀態。有幾項證據顯示，社區參與仍未進入本土責任照顧運

動的議程中。首先，在化學工業責任照顧協會所提供的「承諾聲明書」中，完全沒

有提到社區參與。業者所宣誓公開溝通的部分，儘只限縮於「公司的活動計畫，並

公佈執行績效」，而不是與民眾健康安全密切相關的風險議題。其次，就目前若干

積極業者所公佈的資料，例如南帝化工（黃瑞源，1999）、新和化學（馬志明、楊

瑞豐，2000），也沒有發現任何業者主動設制的社區參與管道。大部分國內業者仍

是將責任照顧運動理解為污染控制、廢棄物減量、工業安全等項目。相對地，外商

公司對於社區參與的推動是比較積極，有些廠商有舉行 OPEN HOUSE（開放廠

區）的活動，讓民眾有機會來參訪工廠。目前唯一有設立社區諮詢委員會制度是位

                                                      
7  引自苦勞網，http://www.coolloud.org.tw/node/34460（取得 2009/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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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桃園縣觀音鄉的美商杜邦公司（鄭允豪，2006）。即便如此，到底民眾能夠這些

活動中獲得那些訊息，仍是有待觀察的。 

充份的資訊揭露是社區參與的前提，如果廠商都不願意公開他們的實際營運狀

況，那麼任何有意義的參都是不可能的。化學工業責任照顧協會強調，他們將會

「鼓勵會員公司與協會告知大眾有關業界在績效數據、成就與挑戰等方面的所作所

為」。8 但是在實際上，許多台灣的業者連都不願意遵守既有的規定，依法報備污

染狀況。在這種情況下，要期待他們能夠自願遵守責任照顧的精神，來對於週遭揭

露資訊，根本是不切實際的。9 針對這一點，化學工業責任照顧協會指出，「民眾

對於石化工業都相當的敏感，很難做比較理性的溝通，所以目前很難推動」。因

此，儘管「廠商其實是有誠意想要推動與社區之間的相互諒解」，但是協會本身並

不「會積極的推動會員去建立社區諮詢委員會」。10  

有研究者建議政府可以多推廣社區諮議委員會，以協調、化解業者與社區之間

的紛爭（朱斌妤、蘇明敏，2000）。然而，有鑑於大部分的國內業者對於社區參與

仍是抱持著排斥的態度，因此只憑業者的自願性努力，這項制度仍是不容易落實。 

參、環境監測的公眾告知：林園與大發的實例 

從民主務實主義的角度來看，各種「告知權利的立法」（right-to-know legisla-

tion）是有助於社區的環境參與，因為只有當公民獲得了必要而充份的訊息時，他

們才能夠做出理性的判斷（Dryzek, 1997: 91）。有鑑於當代日常生活不斷地受到各

種新科技的衝擊，學者也指出，「確保充分受告知而同意之權利」是科技公民身份

不可或缺的一環（范玫芳，2008：204-205）。在美國，八○年代興起的環境正義

                                                      
8  化學工業責任照顧協會，http://www.trca.org.tw/about/care.asp，（取得 2010/3/25）。 
9  舉例而言，台塑公司也有加入化學工業責任照顧協會，然而在 2010 年 3 月所爆發的仁武

廠地下水滲漏案卻顯示，公司主管早在 2002 年就得知廠區地下水污染的狀況，卻沒有依

法 報 備 。 他 們 的 解 釋 是 ， 「 自 家 發 生 污 染 ， 怎 麼 可 能 四 處 張 揚 呢 ？ 」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mar/24/today-fo3.htm，取得 2010/3/31)。換言

之，如果業者對於既有的法律都不願意遵守了，又要如何期待他們自願地向社區公開資

訊？在整個事情中，化學工業責任照顧協會也沒有發表任何公開聲明，這似乎顯示，這

項業者所發起的運動很可能只是企業界的「漂綠」（green-washing）手法之一，對於實

質的環境保護並沒有太大的助益。 
10 訪談記錄，化學工業責任照顧協會祕書長，201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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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挑戰了將廢棄物丟放在少數民族社區的作法，並且要求相關當局要公告相關的

訊息。在 1994 年，環境正義的訴求獲得了聯邦政府的支持，美國總統下令調查廢

棄物對於貧窮社區的影響（Pellow, 2002: 71）。在台灣，2002 年公佈的環境保護基

本法也宣示，「各級政府應建立嚴密之環境監測網，定期公告監測結果，並建立預

警制度，及採必要措施」。然而在現實上，工業區鄰近居民的告知權利是否有真正

落實，是值得重度懷疑的。在這一節中，筆者就以大發工業區與鄰近的林園工業區

來描述目前的環境監測現況。 

位於大寮鄉的大發工業區與位於林園鄉的林園工業區，都是在七○年代末期正

式開發完成，但是兩者的規劃與使用卻是截然不同。大發工業區一開始是為了收納

在高屏溪畔進行廢五金露天燃燒的回收業者，後來則是演變成為一個綜合性的工業

區。目前有五百多家的業者，分別從事金屬、石化、機械等產業，其中有很大一部

分是中小企業規模的廠商。林園工業區則是十大建設中所規劃的石化專業園區，因

此產業性質是高度集中，廠商規模也較為龐大，其中包括中油、台塑、中美和等大

廠。 

在林園工業區，從 1993 年開始，工業區服務中心就設置噪音、空氣的監測

站，隨時掌控最新的污染情況。但是在大發工業區，政府則是完全沒有投入相關的

心力，一直到 2008 年的空污事件之後，政府部門才意識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因

此，環保署緊急設置臨時監測站，調派監測車進駐，工業區服務中心也才開始設置

「環境監測系統」。不可否認地，工業區性質之差異影響了政府投資監測系統意

願。林園工業區的廠商規模大、數量少，容易協調出一致的集體行動；相對地，在

大發工業區推動全面性的監測之困難度較高，誠如一位受訪者官員所指出： 

我們沒辦法叫工業區全部的廠商去做這個監測，因為有些工廠也沒有開

工，他只是做囤積貨物的倉庫。舉個例子，華東路這邊全部都是堆置場。

那是屬於別人的儲放場，沒有製程，要怎麼有污染。11  

儘管工業區的產業性質不同，不可否認地，政府設置監測系統的決定仍最取決

於民眾抗爭的因素。在林園，1988 年所爆發出來的大規模圍廠抗爭，以及日後所

付出的鉅額賠償，是促成全面性監測的關鍵。相對地，大發工業區從來沒有經歷這

樣的抗爭，也因此沒有迫使政府進行監測的理由。 

2008 年年底，大發工業區爆發的空污抗爭，給予了當地民眾要求政府設置監

                                                      
11 訪談記錄，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職員，2009/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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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系統，並成立監測委員會的機會。雖然截至 2009 年 7 月底前，因監測系統尚未

建置完成，所以並未處理監測委員會之成員組成與監測標準等事宜。但大體來說，

地方上對此是抱著過度樂觀的態度。大發工業區巡守隊隊長就直覺地認為委員會的

組成一定要包含村長、社區協會理事長、鄉代表等地方上有公信力的人，且其運作

必然得以「公開」、「公正」為原則。12  

然而，設置監測系統並不必然意味著地方，民眾在這場抗爭中獲得被告知的權

利，充其量祇能視之為另一個戰場的開闢。事實上，監測系統的存在不等同於當地

居民可以隨時了解他們所承受的環境風險。從林園的經驗來看，該工業區的監測資

料是連當地環保局都無法取得的，更遑論鄰近的居民。一位受訪的官員就如此指

出： 

這些監測數據一般都不對外公開的，也不會送上去環保局或是工業局，那

些都是監測中心委託代操作單位在控管。那些環保團體憑什麼來監測，我

請問你，你也來，阿貓阿狗也來，李四王五也來各說各話，這不是亂了

嗎。這個環境品質是要由主管單位來負責，像高雄縣環保局、環保署。這

不能一堆阿貓阿狗跑來說要監測就監測，而且要聽誰的，一般的老百姓也

沒這方面的素養。像噪音，早上幾分貝，下午幾分貝，晚上幾分貝，靠近

工廠幾分貝，住家幾分貝，這些誰搞得清楚阿！那是因為我們有在接觸這

些，多多少少搞得清楚，一般老百姓哪懂！13  

對於在地居民而言，不公開的監測資料就等於完全沒有監測，現行的作法無異

是「裁判兼球員」。14 很明顯，從主事官員的角度來看，一般民眾不具有專業能

力，因此不能享有告知的權利。正由於這種保守官僚的心態，環境公民參與的理念

才一直無法獲得實現。 

在無法取得完整的環境監測資訊下，居民的安全只能依靠地方政府的公害陳情

專線與例行的環境稽查。台灣的環境稽查體制從 1992 年正式上路以來，在制度設

計上就出現了種種業績評定、協調分工的問題（邱昌泰，1995：63-65）。在目前

的情況下，居民所受到的保護也十分有限的。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資源有限，往往

無法處理轄區內的大大小小公害案件。就以整個高雄縣來說，整個縣也只有一台空

                                                      
12 訪談紀錄，大發工業區巡守隊隊長，2009/07/31。 
13 訪談記錄，林園工業區服務中心職員，2008/10/17。 
14 訪談記錄，林園鄉公所主任秘書，200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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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監測車，「一三五是來林園，二四去仁武大社」，結果那些工廠就是利用空檔來

排放廢氣。15  

另一方面，第一線的稽查人員是否會受到政商的不當壓力，因此縱容污染情

事，導致民眾權益的受損？從既有的研究資料來看，這種情形是普遍存在的。湯京

平（2002：167）的調查指出，有近四成北高兩市的稽查員同意「來自社會的人情

壓力會影響執法工作」。曾子旂、何明修（2008：186-189）也發現，不少國營事

業經理人員認為，稽查員往往是針對比較「乖」的國營企業開罰單，而不敢處理私

營企業的違法事項。業者對於環境稽查制度的公平性，也多所質疑（蕭新煌、蔣本

基、劉小如、朱雲鵬，1993：159）。 

在這種情況下，居民對於地方環境稽查人員很難產生信任，而且高度懷疑有密

切的官商勾結。一位大寮鄉村長就如此這樣認為： 

環保局以前的處理方式，是一再拖延時間，等到空污都消散了才出現。所

以這些年來從沒有成功抓到過……從高雄縣的鳥松[註：縣環保局所在地]

開車過來，我們只要 20 分鐘，他們都要花 40 分鐘，也不知道他們是如何

開車的。16  

理所當然，受害的居民感到很憤怒，他們直接認定是官員特意包庇。也因此，

後來他們採取另一種十分特別的因應之道，一旦「看到某家廠商在排廢水就故意報

錯地址，然後去那個錯的地方抓環保局的人過來稽查」。17 換言之，他們的意圖

即是要避免稽查人員事先通風報信，掩蓋原有的污染事證。 

總結來說，目前台灣工業區鄰近居民的告知權利是沒有被正視的。在承平時

期，他們根本無從知道自己所每天面對的環境風險；一旦公害產生了，他們也無法

獲得應有的救濟。無疑地，2008 年的大寮空污事件就是這種扭曲結構下的產物，

其抗爭風潮也帶來強化社區參與的壓力。 

肆、大寮空污事件之後的社區參與 

對於潮寮、會結、過溪三村的居民而言，2008 年連續四次的空污事件讓他們

                                                      
15 訪談記錄，林園鄉反公害護家園協會會員，2008/11/22。 
16 訪談記錄，大寮鄉潮寮村長，2009/3/13。 
17 訪談記錄，大發工業區巡守隊隊長，2009/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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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到很大的傷害，同時他們直接目睹了無能解決問題的官員窘態。受傷村民向政

府提出了十一項的要求，主要可以分區為下列幾種類別： 

一、物質性賠償，其中包括潮寮國中、小之免費營養午餐、為兩校設每年 30

萬元獎學金、發給居民每人 2 萬元慰問金，病重學生 30 萬元、政府補償三村居民

每人 10 萬元。18 在些要求中，營養午餐、獎學金已經獲得了政府的同意。但是在

醫療費用與賠償的部分，卻沒有達成共識。不少受害就醫的民眾直接拒絕繳納自費

部分，他們要求要由政府來買單。至於金錢賠償的部分，政府堅持不使用「賠償」

的名義，而要求改以「敦親睦鄰」的名義來進行回饋，但是金額一直到 2009 年夏

天仍沒有獲得共識。19  

二、環境風險，包括調查三村流行病學和健康風險評估、成立職病專家為病重

學童診療。後來政府僅協調高雄醫學院在當地設置臨時的門診中心。 

三、工業區污水廠遷廠，這其實是居民第一優先的訴求，原因在於他們認定污

水廠是污染的元凶，但是它卻不是環保署所公佈的七家涉嫌廠商中。居民認為，污

水廠緊鄰兩間學校，對於當地學童傷害太大，更重要地，他們從日常經驗都知道，

污水廠的安全管理是大有問題的。好幾次巡守隊員都發現，裏面的員工上班時間在

喝酒，而有些人已經是明顯喝醉了。20 因此，居民對於其安全性十分質疑。然

而，官方並沒有同意這項訴求。 

四、社區參與的環境監測，包括一年內設置空氣監測中心、設置大發工業區公

害監督委員會、補助潮寮村與過溪村巡守隊 60 萬元。事實上，這些想法是環境運

動人士（地球公民協會、林園鄉反公害護家園協會）所提出來的，他們在事後立即

前往大寮鄉，向當地村長提議。這些提議獲得了官方的首肯，也因此出現了朝向社

區參與的難得新契機。21  

由於空氣監測系統仍是在設置之中，公害監督委員會也因此無法運作，在此，

                                                      
18 聯合報，2009/1/4。 
19 訪談記錄，大寮鄉潮寮村長，2009/7/20。 
20 訪談記錄，大發工業區巡守隊隊長，2009/3/21。 
21 儘管專業環境組織很快地介入大寮案件，並且提出了社區參與的建議，但是他們沒有發

揮持續的影響力。在後續民間稽查小組的爭議中，他們是沒有參與的。在此，有兩個原

因，第一，專業環境組織資源有限，無法長期鎖定某一個地方個案。其次，大部分的居

民仍是重視立即的金錢補償，而不是參與監督的權利。關於環境組織的對大寮案件的參

與，有一份完整的記錄，見李根政的部落格，http://leekc-95kh.blogspot.com/2009/01/blog-
post.html（取得 201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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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就集中於討論社區巡守隊的轉型。潮寮村與過溪村的社區巡守隊在 2001 年成

立，一開始純粹是因為地方治安的問題，希望能夠減少夜間的失竊率，例如專門針

對田寮裏的馬達的竊賊即是引發居民很大的困擾。這種情況在鄉下地區十分普遍，

因此在整個大寮鄉 25 個村中，就有 11 個村設有巡守隊。在起初，設備、餐點等費

用都是由鄉公所提供的，後來工業區的廠商也有提供部分的經費。在大寮，不少比

較有規模的廠商都提固定回饋的經費，平常用於廟會活動、村裏的紅白帖等，因此

贊成巡守隊也是不令人意外的。巡守隊的成員是由當地村民所組成，他們都是自願

參與的。 

在事件爆發之後，當地巡守隊不但獲得了縣政府的正式補助，同時也在其同意

下，以社區巡守隊為班底，正式成立「大發工業區污染源民間稽查小組」。這個小

組一共同 16 位成員，潮寮、過溪村各派 8 位隊員，每一天輪 2 個人，平常 24 小時

待命。22 此外，巡守隊也接受了縣環保局的授課，學習科學採樣的相關知識。換

言之，在事件之後，社區巡守隊開始從純粹的民間自發性組織，朝向準官方的方向

發展，逐漸與體制內的稽查人員分享相同的權利。如果這種創新的制度能運作良

好，那麼社區參與的理念或許就可以獲得初步的落實。 

潮寮與過溪兩村的社區巡守隊逐漸將其功能擴展至污染防治，他們很自然地就

認為，捉污染廠商的道理就像是捉偷田寮馬達的小偷，誰發現了就可以立即動手捉

賊。大發工業區巡守隊隊長在談到巡守隊是否有權力處理污染問題時表示，「一般

巡守隊會抓到，一定是現行犯，那現行犯是任何人都可以抓的，這沒有公權力的問

題」。在起初，居民對於巡守隊的期望很大，希望他們能夠取代公信力飽受質疑的

環保局官員。從巡守隊的角度來看，既然他們獲得了官方的補助與承認，他們就應

該享有勘查廠商、採樣的權力。然而，縣政府顯然還是抱持保留的態度。 

從相關的法律條文來看，水污染防治法第 26 條規定，主管機關有權派員對疑

似污染廠商進行稽查工作，廠商不得妨礙或拒絕；而其施行細則第 9-1 條，則規定

主管機關得將該查證工作委託於該特地區域內的相關團體、法人。水污法及其施行

細則傳達了兩個重點：首先，地方上的團體，如巡守隊，確實有參與污染防治的法

源依據；其次，不管是母法，還是施行細則，都未明定主管機關對於團體或法人的

委託之授權範圍與程度，使其成為地方政府的自由裁量權，而非被授權的團體所能

置喙。 

                                                      
22 訪談記錄，大發工業區巡守隊隊長，2009/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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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發工業區的空污案中，官方對於巡守隊的授權範圍顯然是相當限縮的。巡

守隊僅被期待在發現異狀之後，能夠立即通知稽查人員，再以「會同」的方式來進

行檢查。換言之，官方認為，巡守隊只是幫忙打電話報案，至多是在旁觀察稽查人

員的採樣工作。因此，民間巡守隊的授權範圍一直是官民之間所爭執的焦點。 

社區巡守隊知道官方的立場之後，他們退而求其次，不再要求百分之百的稽查

權。在目前他們所採取的作法是，如巡守隊發現污染，他們會立即通知環保局。如

果稽查人員能夠立即前來現場，就一同進行聯合勘察的工作；如果巡守隊員認為污

染之證據有隨著時間被消滅之虞，則會向環保局人員作報備，再進入廠區進行採樣

的工作。一般而言，廠商是願意接受巡守隊員的進入，因為環保署有正式行文給當

地廠商。一旦進入了廠區，巡守隊必須全程將其過程錄影，並且依環保局所教授之

標準程序來進行採樣，並將之交由隨後來到的環保局人員。 

官方的保守態度也表現在他們如何兌現「聯合稽查」的承諾。根據本文的田野

觀察，原先居民獲得官方的同意，可以共同參與針對環保署公佈的七家涉嫌廠商之

未預警的稽查。聯合稽查當日，在走訪廠商的過程中，實際進行採樣的都是環保局

人員，而同行的巡守隊員、村長卻是與環保局的長官一同被請到辦公室泡茶聊天。

環保局的長官更在每家廠商稽查結果出來時，請地方人士提出意見，並將這些意見

寫在稽查結果上。美其名是尊重地方意見，但實際上卻是希望這些地方頭人來為其

結果背書。因此，原先應是一個能夠讓巡守隊實地操作採樣程序的機會，卻在官方

的有意隔離下，使地方不僅被排除於外，更要被迫擔當稽查結果的保證人。 

社區民眾看得很清楚，他們敏銳地察覺到官方處處阻撓的手法。當日出席聯合

稽查的大發工業區巡守隊長就曾嘆說「我們有去跟沒去，沒有太大差別」。23 然

而，當巡守隊進入了官方的遊戲中，即便獲得了較以往大的權力，卻也不得不遵守

官方的遊戲規則。即便有所抵抗，卻也往往僅是消極的不作為。例如在聯合稽察過

程中，地方提出了希望工業區在大排水溝附近能多裝設監視器的意見，在廠商與工

業區服務中心一陣推託之後，現場環保局官員就建議，過溪的社區發展協會發公文

到環保局來申請。這個看似四平八穩的決議，實際上卻是將廠商與服務中心不願負

擔的責任推到地方來。因此，原先提案的協會理事長感到心灰意冷，在聯合稽查結

束後將近一個月，仍不願送出公文。24  

從民主務實主義的角度來看，平等的參與最首要的價值。就這一點而言，民主

                                                      
23 訪談記錄，大發工業區巡守隊隊長，2009/7/31。 
24 訪談記錄，大發工業區巡守隊隊長，2009/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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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實主義是與審議式民主是十分接近的，兩種理論都主張，公開而平等的參與可以

「達到共善為目的的共識結論」（蔡宏政，2009：7）。然而，就上述的觀察而

言，居民、官方、業者之間顯然沒有產生公共利益的共同認知。一連串的程序上的

阻撓、行禮如儀，加深了居民的挫折感，也降低了其參與的願意。 

除了官方的抗斥之外，巡守隊是否能滿足社區居民的期待，甚至是獲得他們的

信任，也是值得觀察的面向。自從巡守隊開始負擔污染防治的任務之後，一個明顯

的現象即是，原先會打給環保局公害專線的居民，開始直接向巡守隊「報案」。25 

這個現象顯示，在居民的心目中，巡守隊已經開始獲得類似官方的地位，而且更重

要地，他們寧願相信在地子弟保護家園的熱誠，而不是履次讓他們失望的政府官

員。儘管如此，社區巡守隊本身仍是面臨了專業能力、自我組織、地方信任三項因

素的挑戰。 

首先，即使巡守隊員接受了環保局的課程訓練，也獲得官方所提供的設備，知

道如何進行標準化的採樣工作。但是究竟巡守隊員是否能夠正確地辨識、判斷污

染，也並不是有絕對的把握。潮寮村長就坦承： 

污染防治是專業的東西，在空污方面，我們可能比較沒辦法；我們是比較

著重在水污，只要有偷排，都會看得出來，不管是水的顏色不一樣，還是

強酸強鹼都會有異味，我們可以會同環保局跟廠商來看。空污的部份，如

果是排很明顯的黑煙，我們也可以錄影，再由環保局來請廠商改善，只是

比較沒有時效性，至於到底有沒有污染，就看監測系統了。26  

因此，到目前為止，民間稽查小組只能針對水污染的部分加強監督，至於空

污，他們只能寄望未來完成的監測系統，以及公害監督委員。 

此外，要落實完善的社區參與，村落的自我組織能力也是重要的。潮寮、過

溪，會結三村雖然都在空污事件中受害，但是只有前兩村事先就成立了巡守隊，但

是會結村卻一直沒有這樣的組織。因此，事後官方的補助自然就略過了會結村，而

僅給潮寮與過溪兩村。如此一來，會結村民的安全就沒有獲得巡守隊的保護，過溪

的社區發展協會理事長便表示，「現在是非常時期，我也不想管會結那邊是怎麼巡

守了，現在是隨人顧性命的時候了」。為何單獨只有會結村沒有巡守隊呢？原因即

是在他們的自我組織較弱，不願意集體參與的方式來解決社區共同所面臨的問題。

                                                      
25 訪談記錄，大發工業區巡守隊隊長，2009/5/20。 
26 訪談記錄，大寮鄉潮寮村長，2009/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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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結村長如此表達了村民的考慮，萬一巡守隊沒有防止偷竊行為，村民一定會大

罵，「在巡鬼啦，巡酒瓶啦，巡到睡著了」。27 因此，村民普遍認為多一事不如

少一事。28  

最後，要維持能夠持續運作的巡守隊，也是需要穩定的經費來支持。除了官方

所承諾的補助，巡守隊目前也依賴工業區廠商的捐款。對於業者而言，每年編列固

定的公關經費來贊助地方活動，行之有年的慣例。然而一旦巡守隊的工作從單純的

捉小偷，擴大成為捉污染，那麼是否有可能出現不肖業者以公關名義，行收買巡守

隊之實，也是值得觀察的。事實上，也有些居民認為，巡守隊本身的公信力是有待

提升的。地方上就有傳言，某一家資源回收業者經常被警察檢查，因為常有「民

眾」報案說那邊有贓貨，其原因即是「沒有給巡守隊贊助，而遭到修理」。29  

到底大寮鄉民是否能從污染受害者轉變成為環境巡守者，這項角色轉換目前仍

是有各種的困難。在目前看來，社區巡守隊是否能夠突破官方的保守心態，並且取

得當地居民更堅實的信任，將是最重要的挑戰。 

在此，新竹科學園區的制度化參與（1999-2005）之經驗（Tu, 2007: 516-

519），是值得參考比較的。相對於大寮，新竹市原先就有專業的環境運動團體

（新竹公害防治協會），大學教授的介入也有助於運動者取得參與的正當性。在九

○年中期以降，竹科種種污染情事逐漸曝光，在環境運動者的要求下，主管科學園

區的國科會在 1999 年同意設置「環保監督小組」。與大寮的社區巡守之草根路線

不同，竹科環保監督小組著重於污染的調查與監督；然而，在經過了幾年的運作，

社區居民與環境運動者都對於感到失望。原先環境運動者所期待流行病學研究，沒

有獲得官方的經費支持，對於民眾所反應的污染案件，主管單位的配合意願也並不

高。最後到了 2005 年，環境運動者不再參與這個官方的小組，宣告制度化參與的

實驗正式結束。 

此外，2009 年底高雄縣市交界大坪頂地區所發爆發的毒鴨事件，也是民間團

                                                      
27 訪談記錄，大寮鄉會結村長，2009/4/9。 
28 根據我們的觀察，比較關心污染問題的居民是長期居住的在地人，自外地移入者的社區

參與度比較低。潮寮、會結兩村都是以在地人為主，而過溪村則是有相當多的外來人口

（田野筆記，2009/6/19）。然而，人口組成的差異並無法解釋為何，以在地人為主的會

結村沒有在事先就組織了社區巡守隊。從我們與三個村的領袖接觸與訪談中，原因很可

能是主事者的態度與意願。如果村長不積極爭取資源，動員居民，自發性的社區參與是

很難形成的。 
29 訪談記錄，大寮鄉過溪村民，2006/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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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自行發起的環境監測行動之一。台南社區大學有一群環境義工，他們關切南台灣

有害廢棄物的流向，在之前，他們已經成功地促成政府正視台鹹安順案的污染案。

由於他們積極的追蹤，同時也擁有檢測戴奧辛含量的儀器，所以才能夠揭露這起事

件，並且引發官方的相關行動。30  

從這些的個案來看，政府部門的保守態度無疑是阻礙民主參與的最大因素，官

方的拖延、消極抵制都會使得民眾的參與意願降低，產生對於既有制度的不信任。

竹科與大坪頂的個案也呈現這樣的特色，如果要迫使官方採取積極行動，民間是需

要一定程度的專業能力，他們至少需要有辦法拿出具體的、可被科學上檢證的事

證。然而，相對於其他地區具有充沛的社會資本（環境運動團體）、人力資本（大

學教授），台灣大部分的工業區週遭社區都是比較接近大寮的狀況，社區的自我組

織能力是明顯不足的。大寮的個案即是呈現了這樣的問題，也因此社區巡守隊所面

臨的種種內部挑戰。 

伍、結論 

自從 1994 年政府提出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之後，強調由下而上的參與、官民

夥伴關係的思維逐漸擴展到各個議題領域。從一開始的文史保存、到九二一之後的

災區重建，以及地方產業的振興，都可以發現社區參與的成份是越來越明顯（陳錦

煌，2009）。然而，在污染防治方面，社區參與的發展卻相對而言是落後的。其原

因是不難理解的，在文史保存、災區重建、地方產業等議題上，所涉及的利益衝突

是比較不明顯；相對地，污染的問題則不可避免地是一種零和遊戲，污染者之所

得，即是被污染者之所失。 

本文指出，在以往行政理性主義的典範主導下，官方對於基層民眾是抱持著不

信任的態度，阻礙了社區參與的制度化。環保協定並沒有獲得官員的重視與提倡，

環境監測系統不是沒有建置，就是其測量結果沒有公開。因此，在廠商與社區居民

不對稱的關係下，後者持續受到污染的威脅，他們的聲音只能透過激情的抗爭才能

獲得重視。用通俗的話來說，過度膨脹的行政理性主義即是會帶來「專業獨裁」的

扭曲現象。就以晚近眾所關注的中科三期爭議為例，最高行政法院的判決撤銷了環

評報告，但是環保署仍無視於司法體制的要求，宣稱七星農場開發案沒有必要停工

                                                      
30 見，http://163.26.52.242/~nature/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178（2010/3/25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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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花妹，2010；黃丞儀，2010）。這個例子顯示，在台灣環境問題的治理，行政

理性主義已經儼然成為無視社會輿論、合法性的巨獸；在這情況下，民主務實主義

所重視的參與原則，自然會受到高度的排擠。 

在 2008 年底所爆發的大寮空污事件，呈現了行政理性主義的不足。由於政府

無能根除污染，甚至指認出污染廠商的情況下，社區參與的要求被提出來了，而且

也獲得了官方某種程度的接納。理所當然，我們不能過於樂觀地期待，一個地方性

的社區參與之實驗要促成全面性的典範移轉，是有相當的困難。到底這個災難後萌

生的民主務實主義之芽苗，是否有可能普遍化成為台灣環境治理的新典範，仍是有

需要克服的內外種種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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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Pollution Victims to Environment 
Guardian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he Wake of Taliao Air Pollution  

Incident 
 

Minh-Sho Ho*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rise of anti-pollution protests, Taiwan’s government in-
stituted a series of regulation measures to manage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social discontents. However,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has been persistently un-
derdeveloped. Due to the distrust on the part of officials and business, the 
communities adjacent to industrial zones are dispossessed of the right of being 
fully informed. Residents are not allowed to understand the risk and pollution 
they face everyday; as a result, when pollution erupts, they can only result to 
protest to demand compensation. In the Taliao Incident of December 2008, ex-
isti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fail completely. Local environmental inspec-
tors, pollution complaint hotline, and the temporary monitoring system install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re unable to identify the pollution sources and pro-
tect the safety of threatened residents. This paper takes a critical look at the 
evolution of community vigilante committee. The committee is originally de-
voted to crime-prevention, but after the Incident, it obtains government recogni-
tion, training and subsidy for the purpose of pollution prevention. Now the 
committee is allowed to sample pollution evidence in the factory compound. 
This paper research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is emergent form of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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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on and evaluates its potential for the future of democratic pragmatism 
as a new paradigm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Keywords: anti-pollution protest,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democratic prag-
matism, environmentalism, conflict resolution 


